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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斯在５０年代开始构想一种新的“文化”定义，霍加特在６０年代于伯
明翰大学创建第一所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机构时，都还只是出于应对英国
国内一些社会与历史问题的考虑，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理念会在后来急速地
发酵、膨胀，并通过不同方式的转义，渗入诸多的学科领域，以“块茎”式蔓延的
态势扩展至世界各地的大学，促成了２０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国际知
识浪潮。

然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变演效果，仍然是有必然律存在于其中的。
这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推溯与论证，学者们也已对之做过一些阐述。而如果从
知识构形的方式上看，我认为，这一思潮与其初始阶段能够将英国本土的两种
传统，即文化批评与经验科学的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嫁接、熔铸，从而塑形为一种
新的“知识批评”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很显然，相较于欧陆主导型的理性主义知
识学传统，同样是在处理“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从盎格鲁式（或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式）思维中演化而来的知识批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欧陆现
代理性主义根源于古典哲学、形而上理论，因而偏向于将预设的“真理目的论”
与“理性因果链”作为解释世界的路径，通过自下往上的不断抽象，以形成一组
具有内在体系化与规定性的认识秩序。尽管欧陆也有经验科学（如财富经济
学、历史学、博物学等），但是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揭橥的，由于其受制于理
性主义哲学的引导，同样热衷于将经验与知识纳入到一套组织化与可控性的思
想框架之中。自２０世纪中叶始，这一模式接受了来自于欧陆内部的挑战，遭到
如德里达、福柯与德勒兹等的解码，并以为可将对知识的考察置回于一种“情
境”或“话语”之中，这也可看作欧陆学者与英美学者在这一时期达成的某种共
同意识。但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后来所指出的，无论是欧陆的结构主义还是后
结构主义，都主要还是采用一种“向上还原”的方式，并未舍弃哲学普遍主义与



２　　　　 预设论的框架，可将之看作是一种新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对话。而经验主义则
易偏向或导致对世界的具感性与流动性的开放性体验，由此而建立起另一种大
为不同的知识构形。因此，在主导欧陆的现代思想体系中，“世界”仍是一个从
思辨者的角度阅读到的文本，或是从个体书写者的角度从上往下观察到的“景
观”，而在从经验主义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英国文化研究那里，世界则被看作是处
在移步换形过程中的不同时段、时刻、场域等，也是自己曾经历验其中的真实
“社会”或“日常生活世界”，是他们自己所出身的劳工阶级社群、种族社群与性
别社会，或他们能够践行其中的亚文化群体、电视观看者、消费大众等等，世界
不仅是一种思想、书写或档案的文本，更是一种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同时
也是被特殊化语境框定的社会文本，尽管两种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
系，但后者无疑更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学术起步的地方。通过对不同知识构形传
统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文化研究首先会出现并盛行于英国、美国等
地而不是欧陆学术界，当然这还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批评”的概念，笼统而言，包括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与文学批评等，这些分
支概念有时也可相互指称，它虽然会与某些文类范畴建立较为确定的联系，但
更与一种相对独立且自由的意义判断相关。在英国文化研究前史中，那些社会
的公喉如阿诺德、罗斯金、劳伦斯、托尼、利维斯等均是以批评家而不是学者的
角色活跃于公共视野之中的，然而在学院的评判体制内，批评则一直处在一种
比较边缘的位置上，甚至利维斯在爆红之后，也长期未能获得大学的认同。有
许多研究者在后来都提到，５０年代出现的文化研究其实是由早先的文学批评和
文化批评发展而来的，这个判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化研究又无法在文
类或形态的意义上归属于批评，而是直接称自己的工作模式为“研究”，显然更
多地兼备了我们目前所认定的“学术”的质素。对于这种模式上的转换，我在最
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根据英国学院制发展的历史做了一些探索，随着２０世
纪以来尤其是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及科范主义的借势上位，大学不仅成为
收编外部公共思想的一个主要场所，也同时成了新的思想与知识创新的聚散之
地。也正是在这种趋势之下，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主动离开长期从事的成
人教育社会活动，而成为大学正式的签约成员，并将第一个文化研究的机构即
ＣＣＣＳ设置在大学的体制之内，这也意味着他们会将经验科学式的学术研究（如
民族志学、历史编纂学、社会学等），包括对各种专业化理论工具的研究，视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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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工作的主要内容，以使从早期秉承的文化批评能与日益发展的经验科学耦合
在一起，锻造出一种新的知识批评模式。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也大致可称为是
一种批评性的学术，或学术化的批评。这种知识构成形态，既不同于旧的、带有
较强随感性的批评范型，又有异于体制内的一般性的学科研究，从后一方面来
看，文化研究与专家主义的区别，在于其并不将知识放在绝对主义之“真”的坐
标上来运演和确定，也未曾将自己视作绝对“真理”的追求者，而是始终在学术
的研究中贯穿了某种批评，甚至自我反思的理念，将“批评”的本义，即一种知识
伦理判断视为学说展开的原发动力，包容在研究的核心之处，以便借此而在多
个不同的层次上参与到更为广阔的观念史对话、协商与竞争之中。

当然，从目前已形成的文化研究的大体面貌来看，英国文化研究并不是唯
一的工作样板。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或如威廉斯在稍晚曾描述的，可以将文化
研究看作是“形制”（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规划”（ｐｒｏｊｅｃｔ）相伴随的一个作业过程。形
制的概念表明了文化研究中会有一些确定的意义（不然就超出了定义的边界），
规划则是指每一个阶段都会因工作方案的不同而产生出多样的言说变体，并以
多元差异的链接方式扩展与变迁其主题、思想与方法等，从而使文化研究处于
不断重构的状态之中。这个规划的扩展也应当包括知识地貌学意义上的，为此
又在不同的地景中产生出了复数化的文化研究。当然，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在
８０年代后波及世界各地，也取决于各国、各地区的社会问题结构在现代性、后现
代性的展开次序中形成的某种趋同，比如文化研究议题中直接针对的工业主
义、商业主义、公众社会、大众传播，或后期出现的全球资本与财富流通、民族文
化与多元政治冲突、电子媒介景观、后女性主义浪潮等等，同样也是东亚或中国
等所遭遇的现实，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各种知性活动带来了不可抹去的影
响。而对以上这些现象的分析，旧的知识形态与评判模式（也包括预设性的理
性主义与古典实证主义）显然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因此也使得文化研究在各大
小区域的出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们甚至不需要
借助于“经典式”的阅读与效仿，就有可能直觉地切入到文化研究的叙述条理
中，就如同我们不一定要刻意地去习研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就有可能在
思考事物时与之达成某种观念上的契合。与之同时，既然文化研究本身即被看
作是一种语境主义（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的言说，而不同区域的语境中又均会深嵌着
各自特有的、无法重复的历史、政治与文化等根源，并在当代的社会结构关系组



４　　　　 合中呈现出鲜明的差异，那么几乎所有“做文化研究”的学者都仍然会以自己本
土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进而展示出在地经验在钳入文化研究这个统
名时的特殊性。将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如果我们说尚存在着一个“国际文化
研究”的概念，那么在这个假定的语象中也必然性地会包含有甚为多样的意义
面相，包括了研究者们对共同的世界问题与不同的本土问题的交切性关怀。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落地”，学者一般将之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如此
推算下来，也有２０多年的光景了，也就是说，我们也已经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
“文化研究时刻”，也有了自己的一个不算太长的学术“谱牒”。本书的编著者
邹赞君长期以来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期望通过学术访谈的形式，展现出中
国学者在文化研究路径上走过的心路历程，这当然是一个很有创见、也很有价
值的尝试。事竣之后，我大致浏览了邹赞君提供的目录与辑入的稿件，见到受
访的学人多为这一领域的“开疆辟土”者，或可能对这一领域发声的学界宿尊，
并都是我所钦佩与敬重的学者。在对这些访谈录的拜读中，我也有几点感想，
试不揣简陋呈表如下。首先，从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见到文化研究在这２０多
年来对中国学界与知识人产生的真实冲击，并影响到了各个学科与分支学科，
尽管选取访谈的面似有嫌不够（想必受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仍大体上不仅
反映出了中国学者对域外思想的消化与反馈的方式，而且如实地记录了文化研
究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成长特点。其次，不同的受访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事
实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分歧，这显然与各自的学科、思想等背景均有密
切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研究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视角解释与反
思的对象，而文化研究后期在国际国内的泛化趋势，自然也会给我们对之的识
别带来一些困难。再者，我也甚为惊叹于访谈主持人为此工作所做的巨大努
力，其在提问中表现出的广泛的知识储备，十分警悟的问题意识，均非一般泛泛
之士所能够做到，相信这种褒奖也是能够被读者所体察的，而非出于某种廉价
或应景式的谀美之心。

黄卓越
２０１４年１月于北京西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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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经过理论的旅行，顺

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历史契机，迅速登
陆并占领当代中国文化舞台。文化研究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学术主潮，
其开放性、实践性、当代性、边缘性的学术品性使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格外
受宠的研究课题。来自于文学、传媒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们纷纷参与到文
化研究中来。尽管有学者坚持用“文化诗学”“文化批评”等来对抗“文化研
究”，或者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文化批评”，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一个
基本的事实：文化研究的确已经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兴起并以如火
如荼的态势蔓延。
１９８５年，杰姆逊的北大之行以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的出版可

以视为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大陆的先声；１９９４年，《读书》杂志先是刊登了李欧梵
和汪晖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对谈，话题涉及“霸权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区
域研究”等，随后又举办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这也被视为中国大陆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讨论会”；①２００５年，托尼·本内特、约翰·斯
道雷应邀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文化研究”专题演讲，两位伯明翰传统的重要理
论家的传经布道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正式泊港。文化研究作为一
种全新的研究路径被中国大陆学界迅速传播和接受，并且在以文艺学为中心的

① 白露：《生活在“不可理解之中”———对〈读书〉九月份“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的记录与
感想》，载《读书》，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２　　　　 学科阵地中攻城略地。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下述特征：其一是召开了诸多以文化
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诸如１９９５年８月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
研讨会；１９９６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０年，首
都师大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２００８年９月，首都师大比较文学
系主办的“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北京大学电
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影视文化国际会议，等等。其二是围绕文化研究的诸
多学术论争，主要表现为文艺学领域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合
理关系的论争。其三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译介读物和相关学术刊物，最为
著名的有三联书店推出的由陆扬、王毅编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大众文化研
究》，王逢振主编的“先锋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及《詹姆逊文集》，中
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由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
的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张一兵主编的
“当代学术棱镜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
化译丛”，由王逢振、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及商务印
书馆推出的由周宪、许钧主编的“文化和传播丛书”。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
究》辑刊成为介绍西方文化研究前沿理论以及以专题形式从事本土文化现象个
案分析的前沿阵地；戴锦华主持的“光影系列”连续推出了《光影之隙》、《光影
之忆》、《光影之痕》，成为以电影文本为切入口，图绘后冷战全球文化地形的范
本；王晓明主编的“热风书系”聚焦于本土经验与个案分析，广有影响。各种冠
以“视觉文化”“媒介文化”“文化研究关键词”“亚文化”“粉丝文化”等出版物
大量涌现，文化研究成为一项颇为壮观的“学术出版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性、实践性、边缘性和批判性为学术特质的文化研
究，其源初意义上的“反学科／后学科”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接受语境中被消解，成
为学院机器争相占领和收编的宠儿。１９９５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戴锦华教授主
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２００８年，在工作坊的基础上组建了“电影与文化研究
中心”；１９９８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其研究课题涵盖都市文
化史、国际都市文化比较、消费文化与创意产业等；２００２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
“文化研究网站”，２００６年因故停办；２００４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王晓明
教授出任系主任，该系侧重学术研究，专门为研究生提供文化研究跨系课程，设
立当代文化研究网，旨在培养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基础、以批判视角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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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问题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新疆
大学等均设有文化研究硕士、博士招生方向，首都师大更是率先自设“文化研
究”博士招生专业。

正当诸如此类的文化研究机构从事着“研究文化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或“做文化研究”（ｄ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时，批评界出现了另一种悲观
论调：文化研究热正在退潮，文化研究必然走向衰落，其基本的依据大多是“文
化研究”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ＣＣＣＳ）已于２００２年撤并
重组。在笔者看来，这种悲观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是荒谬的，因为作为独立学
术机构的ＣＣＣＳ被撤销并不意味着伯明翰传统的学者们改弦更张。事实上，伦
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桑德兰大学等都拥有文化研究机构，ＣＣＣＳ的灵魂人物
斯图亚特·霍尔于１９７９年去了开放大学，继续从事多元文化主义和视觉文化
研究，其他一些学者如安吉拉·迈克罗比、托尼·本内特、大卫·莫利等也继续
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再者，文化研究也从来没有许诺过其理论具有普适性，
霍尔的“不做保证”和对差异政治的强调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文化
研究应和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语境以及知识分子渴望参与社会实践和
社会批判的理论诉求，它应该具备自身的参照系、理论话语和发展轨迹。然而，
单纯横向移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缺乏与本土现实情境的有效对接却又是
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不争的事实。比如参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大多是文艺学或
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其文化研究往往流于对西方文化理论的移用与仿
照，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研究方法大多沿袭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缺乏
必备的技术性方法训练（如受众研究要求的民族志和社会学统计方法）；研究的
对象集中在影视文化、都市文化和时尚潮流，疏于对边缘文化的关注；研究大多
流于话语层面的操作，缺乏对后冷战政治经济情势的宏大视野，并没有真正深
入到文化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日益呈现出被文化产业收编
的态势，等等。那么，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如何才能走出身陷的困境？我
们可以从英国伯明翰学派吸取什么样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文化研究如何
处理与学院机制化之间的张力关系？除了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文化研究理
论是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特殊文化群体和文化现实的有效话语资源？



４　　　　

二
ＣＣＣＳ第二任主任、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始终坚

持文化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反对将文化研究廉价转移到其他文化环境中，强调
文化引入的地域政治空间。霍尔本人就曾劝告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你
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①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必
须根除机械套用外国理论来包装和分析中国经验的弊端，陶东风以包亚明等对
上海酒吧的文化研究为例，指出这种所谓文化个案分析机械搬用了西方的现代
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文化理论。包亚明等在文章的末尾写道：“无论是作
为乌托邦的消费空间，还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催生地，酒吧或咖啡馆都代表着民
主、平等和交往行为的胜利。”陶东风承认自己并不否认酒吧在一定程度上有进
步的政治意义，但是强调必须看到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酒吧是在特定的政
治、文化环境与社会制度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把消费主义理想化的倾向与脱
离中国语境搬用西方理论不无关系”②。霍尔对文化研究中特殊语境的强调、对
文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视启发我们：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没有可供照搬
的现成理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本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坚持对中国近、
现代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再读与反思，借助西方某些成熟的文化研究理论，尝试
对本土的文化现象做出理性而有益的应答。诚如墨美姬（Ｍｅａｇｈａｎ Ｍｏｒｒｉｓ）所
言：“我期待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文化研究能够更为关注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向
度。这个世界很需要出现‘另一’文化研究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通俗文化研究。
在西方已经有很多简单的‘通俗文化’研究（“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那可能对
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年轻人通常喜欢做媒体、大众文化研究、消费
等方面的题目。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其
他地方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我想，像王晓明、戴锦华、汪晖教授他们开展的工
作聚焦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把凝聚中国经验的知识发掘和传播

①

②

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９３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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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这是很有价值的。”①
作为文化研究的后发地，我们无法避开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做一番仔细的

理论清理和分梳，在急于“做文化研究”之前“研究文化研究”，重返伯明翰的理
论回溯和反思于是显得尤为重要。伯明翰学派花开花落，昔日文化研究的发源
地突遭变故，这一文化事件使得弗兰克·韦伯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学者
开始反思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弗兰克·韦伯斯特认为：霍尔
冒着反还原主义变成没有任何评价成分的对差异性一味赞赏的风险，特别是在
后现代主义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对物质因素以及结构性不平等的考虑有
所忽略；针对霍尔文化理论的庞杂和艰涩，弗兰克·韦伯斯特毫不客气地斥之
为“一种理论主义（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ｉｓｍ）的自我迷恋”②。道格拉斯·凯尔纳则强调，霍
尔在“文化的循环”中突出生产、再现和接受，由于强调文化是表征与意指实践，
霍尔更加关注的是从符号和话语层面研究文化，对生产的环节有所忽视。霍尔
的文化理论始于生产，但由于过分借重于阿尔都塞、葛兰西，以及后现代主义的
差异理论，而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并没有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方法。当前一些
文化研究理论家（如格罗斯伯格）由此看到了霍尔模式的不足，宣布文化研究要
克服自身的范式危机，就必须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方法。

笔者以为，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在为文化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同
时，其文化理论也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其一，对经济决定论的反驳有矫枉
过正之嫌，忽视生产而过分夸大消费的能动意义，从而导致文化研究容易陷入
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这在后来以菲斯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其二，在文化研究实践中表现出将性别、性向、种族等所谓的身份政治置
于阶级政治之上，由于过分专注于“微观政治”“差异政治”而呈现出陷入理论
主义深渊的态势，因此近来一些冠以“文化研究”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成了炫弄
话语的“演武场”，后字打头的理论术语比比皆是，但却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其三，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冲击一个民族国家主文化的确立，比如，霍尔后期所
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观高度重视边缘经验和差异因素，但却忽视了民族国家主

①

②

张春田、王颖：《“另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从亚际文化研究出发———墨美姬（Ｍｅａｇｈａｎ Ｍｏｒｒｉｓ）
教授访谈》，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弗兰克·韦伯斯特：《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边界》，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１１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　　　　 文化确立的必要性和构建途径。
以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不足之处为“镜”，可以折射出当前中国大陆文化

研究的发展前景。由于社会形态、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等的特殊性，中国大陆的
文化研究必须避免将福柯、德里达、葛兰西、萨义德、杰姆逊、鲍德里亚、斯图亚
特·霍尔等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理论膜拜为“元理论”，而应该在文化主义、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日常生活、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众多的理论迷宫中
突围，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模式和批判立场，超越狭隘的学院视角，真正做到
“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和论争”（格罗斯伯格语）。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当今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格局可以说就是以北京、上海
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这与文化研究所
倡导的边缘立场和解构中心的学术旨趣相去甚远。况且，广大的中西部尤其是
西部地区，其多元文化的现实情境、丰富而特殊的文化现状等都为文化研究理
论的本土实践提供了理想的分析对象，对此笔者将在下文做一些非常个人化的
思考。

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①的编者寄语中，主编格罗斯伯格回忆了文化研究在过去的

五十年历程中，在学院内外均取得了成绩，有些成绩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文化
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争论甚至是分析，都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和政治经济斗争
的策略，甚至是主导性的策略。”瑞恩·比肖普教授认为文化研究在学院体制内
的成功使它受制于工具主义的体制驯化，“文化研究必须超越作为一个长存的
学科，超越大学的利益，成为更具生产性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
所”②。约翰·哈特利在清理当前西方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批评时罗列了七点，其
中之一为“太过于学术化，实践性不够；或者是太专注于实践，缺乏学术深

①

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文化研究》）是国际文化研究权威期刊，其前身是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该刊目前已出版２３卷，社址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易晓明：《文学与文化的论争与叉合———“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载《洛
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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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①。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文化研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
这也成为反映西方文化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景的风向标。过于学院体制化，
英语中心主义，逐渐沦为一项“出版事业”，以及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等
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病征。诸如此类的理论反思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大陆
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大致分为两个脉系：研究“文化研究”和做“文化
研究”。前者侧重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法国后结构主义等经典著作进
行脉络清理和研读，力求梳理出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质和应答中国现实问题的可
能。后者则在理论输入上有所忽视，热衷于对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和流行
文化进行批判式解读。这样做的结果是前者流于理论文本的细读，从符号到符
号，缺乏应有的批评实践；后者热衷于介入批判实践，但往往在理论上显得单
薄，存在照搬甚至误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现象。同样是酒吧和咖啡馆文化研
究，由于中国大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加之中国并非已然步入所
谓的消费社会，因而我们的酒吧和咖啡馆文化研究必然迥异于西方，如果照搬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就会显得极不协调。文化研究的“理论
旅行”与“现实观照”应该是相辅相成、有效接合的，它必须立足于本土文化现
实、融汇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理论资源。

此外，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业合流，成为文化产业
的麾下兵勇。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冠以“文化研究”头衔的学者，其旨趣所在往
往是文化产业。当然，文化研究的诸多理论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菲斯克的
“两种经济”、本内特的“文化政策”、哈特利的“创意产业”都为文化产业提供了
新颖的理论视角，文化研究并不与文化产业天然对立。但是，文化研究以批判
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理论特质，加之当前处于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陆在
文化上面临着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侵袭的现实，知识分子首
要的使命应该是坚持批判立场，以抵制外来文化霸权和谋取内在边缘群体的文
化空间为己任。诚然，文化研究不仅需要解构，也呼唤积极的建构，但这种建构
应当始终以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为现实观照，以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
为准则，自觉抵制那种行“文化研究”之名攫取暴利的投机行径。

①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ｐ． ２．



８　　　　 最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绝不应该只是北京或者上海的文化研究，在区
域上应更多关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处于边缘，而“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处于
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试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以往的兵团屯垦文化研究
都是单纯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出发，缺少跨学科
的交叉深度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有自汉唐以来的西域屯垦文化的历史
印记，也是当代中国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国家而设立的特殊建制。内地移
民与新疆各民族群众杂居的人口布局，多种形态的宗教文化，交织着草原文化、
农耕文化和绿洲文化的文化生态等为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实践提供了绝佳案
例。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下，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课题：多元文化与民族
国家的主文化构建；屯垦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屯垦题材影视剧的症候式解读；
文化区隔、文化分层与屯垦文化变迁；消费主义与边地青少年亚文化；屯垦历史
记忆的文化再现与认同建构，等等。事实上，西部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具
特色的文化现状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或许，这也即将成
为中国大陆众多文化研究者关注和重视的课题。

四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如何旅行到中国大陆，其间香港、台湾的文

化研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否
有助于引导当下的文学批评走出困境？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化诗学究竟有
着什么样的差异？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应该怎样对待伯明翰学派的理论
遗产？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语境下，批判是否可能，是否依然有效，是否足
够？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为？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如何处理性别、族群、亚文化
等核心议题？如何思考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张力关系？

这本学术访谈录以上述追问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尝试以专题访谈的形式，
邀请两岸三地十几位顶尖学者就中国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面向展开深度对话，
话题涉及“伯明翰学派与中国文化研究”，“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跨文化研
究范式及其方法论反思”，“民族志与日常生活理论”，“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思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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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空间政治与都市文化”，“性别政治”，“文化研究的区域经验”等方面，受
访专家包括乐黛云、童庆炳、戴锦华、汪晖、陶东风、黄卓越、陈清侨、金惠敏、陆
扬等学界尊宿。

本访谈录历时五年，系国内首次以学术访谈的方式呈现“文化研究”这一显
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之路，也是国内首次全面追踪这一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在
地性实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本书既有别于一般性的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也不同于常规的学术访
谈。它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知识图景，既有宏观层面的历史化勾
描，也有微观细部的个人化展示；既汇集了文化研究的核心理论话语，也穿插了
许多本土实践案例，较好地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本土的结合。

其次，本书针对每位学者之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贡献发问，有意识地引
入学界的焦点话题，让学者从各自持有的学术立场和学科领域出发，交流对话，
以便达成思想交锋与交叉共振的效果。

最后，本书有意识打破学科疆界，充分体现出“文化研究”固有的开放性和
跨越性，受访专家涉及文学批评、电影理论、社会学、民族问题研究、比较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等领域，行文也尽量保持学术对谈的在场性和思
辨性。

邹赞
初稿于２００９年４月
修订于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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